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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卓資縣城卜子古城遺址出土陶文考
董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1992～1994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110國道穿越過的卓資縣城卜子古城遺址進行調查勘測，1995年4～7月，又對該遺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有關情況，已經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烏蘭察布博物館共同撰寫《卓資縣城卜子古城遺址調查發掘簡報》，刊登在2004年8月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輯）》（配合國家基本建設專集，陳永志主編）中。

簡報中發表了一件陶文拓本（見本文附圖），并介紹說：“刻劃於匣缽之上，器壁上書寫有九個古文字，可識字體自右向下6～8字為‘肖’、‘宮’、‘立’字（圖一四，1）”
。在簡報“結語”中又認出“史”字，並且認為此陶文“皆為古文篆體，為秦統一文字之前趙國的文字形體”，從而將陶文與古城的年代都定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至秦統一天下之間（前300-前221年）。

簡報中所謂的“匣缽”，是一種直壁平底的圓形陶容器。同類器物，在托克托縣黑水泉遺址中也出土過多件。
據我們所知，這類器物乃是陶量。城卜子發現的這片刻字陶片，也是這種陶量的殘壁。

根据比例尺推測，陶片大小約12×10cm。從殘片文字行款看，其右側並無文字。現存陶文三行九字，可釋寫如下：

[image: image1.bmp]（半）[image: image2.bmp]（斛）亮（量），卸（御）
史肖（趙）宮（？）
立[image: image3.bmp]（校）。
“[image: image4.bmp]”字右側的筆劃不太清晰，但據其左側偏旁的寫法可以推定為“[image: image5.bmp]”字，從其它古文字資料來看，“[image: image6.bmp]”應讀為“半”。

“[image: image7.bmp]”下一字从“匸”、“告”聲，可讀為“斛”。上古音告、斛二字聲母皆匣母，韻為覺、屋，讀音比較接近。
再下之字，从“亮”、从“立”，“亮”與“立”有公用筆劃。“亮”字寫法請參看《古璽彙編》1692～1698號私璽
。我們知道，戰國時代三晉文字的“土”旁與“立”旁常常相混，所以該字也可以看作是从“土”、“亮”聲的字。

“亮”當讀為“量”，“亮”與“量”雙聲疊韻。《禮記·月令·孟春》：“則同度量”，鄭玄注：“量，斗斛曰量”，《釋文》：“度量，上音杜，下音亮”。

据上述，“[image: image8.bmp][image: image9.bmp]亮”即半斛量。一斛十斗，半斛即五斗。這應是一件比較大的量器。該陶片較平，弧度較小，也説明原器較大。

“卸”字右半為从“卩”、从“又”的那類寫法。
“卸史”讀為“御史”。該御史姓氏為“肖（趙）”，“肖”字之下的那個字，一般釋為“宮”，但李家浩先生曾改釋為“序”，趙平安先生近又改釋成“宛”。
這個字在陶文中用作人名，可以不必深論，暫時寫作“宮（？）”。
最末一行首字為“立”，次字可隷定為“[image: image10.bmp]”。“[image: image11.bmp]”从角聲，字又見於1966年咸陽出土安邑下官鍾銘文。2003年，李學勤先生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滎陽上官皿銘文，已指出滎陽上官皿與安邑下官鍾銘文中的“[image: image12.bmp]”字，相當於《禮記·月令》“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之“角”。
2005年公佈的洛陽大學文物館所藏一件戰國銅鼎，其銘文又有此字，作“三年，巳（已）[image: image13.bmp]（角），大十六臾（斞）”。
這些“[image: image14.bmp]”（或“角”）的字義都相同，如李學勤先生所說，可讀為“斠”，即“校量”的“校”。
“卸（御）史肖宮立[image: image15.bmp]”的句子結構可以做兩種分析。第一種是：“肖宮立”為御史之姓名，他校正此量器。這種主謂結構很簡明。第二種是：御史之姓名為“肖宮”，“立”可讀為“蒞臨”之“蒞”（或作“涖”），與下面的“[image: image16.bmp]”字連讀。這就需要做些解釋。

古書中常見與“立（蒞）[image: image17.bmp]（校）”結構相似的詞。例如在《周禮》中，就有“涖陳女宮之具”（《天官冢宰·世婦》）、“涖卜來歲之芟”、“涖卜”（《春官宗伯·肆師》、《大卜》）、“涖廞樂器”（《春官宗伯·大司樂》）等等。“立（蒞）”的意思是官員臨視其所執掌之事。“立[image: image18.bmp]”可以認為是“蒞校事”或蒞臨校正（此量器）的意思。

以上兩種說法都講得通。因為尚未找到“宮立”兩字作為人名的例子，所以我目前比較傾向於第二種講法。
綜合上述，陶文謂：這件量器容量為半斛，御史趙宮蒞臨校正（其容量，符合標準）。題名者對這件器物的質量負責。
根據我們的解釋，陶文中“亮（量）”字是器物自名，這也證明此種器物是陶量。官名“御史”，曾見於另外兩件戰國趙器銘文，其一是五年司馬成公權（《殷周金文集成》16.10385）的“卸（御）史命（令）代熭”，
另一件是五年春平相邦葛得鼎銘文的“卸（御）史臧是”。
從陶量銘文看，御史參與造器，是爲了校準度量衡單位，使器物的量制或衡制符合法定標準。御史有這方面的職掌，這是我們過去所不了解的。
此器屬戰國晚期之趙國。有銘文的趙國度量衡器，迄今只有司馬成公權和公芻半石權。此外，《古璽彙編》1069號璽文：“肖[image: image19.png]


（勒）
器空（容）一斗”，一般認為是鈐印一斗陶量所用的印章。城卜子所出的這件陶量殘片，上面幸存9個字，相當珍奇罕見。

城卜子古城遺址還出土了4枚平首尖足布，文字可辨認的有“茲氏”、“平州（周）”兩枚，這兩個地名也屬於趙國。簡報“結語”認為，“城卜子古城是屬於趙長城邊側的一處重要的城障類城址”，其年代在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出土陶文及貨幣的國別無疑支持這種看法。今內蒙古自治區境內的戰國時期遺存，多屬於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前後的遺跡。這件陶文的解讀，正是戰國時期趙國據有此地的一個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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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城卜子遺址出土陶文拓本（顔色反轉）
� 參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輯）》141-143頁。簡報原註釋[7]云：“本文字拓片曾呈內蒙古大學蒙古學院王雄先生考釋，亦參見陳永志：《一組罕見的戰國文字於內蒙古卓資縣出土》，《內蒙古日報》1996年1月4日二版。”我沒能找到此文。


� 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三輯，179頁，圖三五，1、5、6、9，10，彩版三二，1、2。


� 參看李學勤：《釋楚度量衡中的“半”》， 見李學勤：《楚簡所見黃金貨幣及其計量》附錄，發表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輯，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61-64頁。白于藍：《包山楚簡補釋》釋此字爲“胖”，即“胖”字之原始會意初文，在簡文中用爲“半”，見《中國文字》新二十七期，（臺灣）藝文印書館，2001年12月。我對該字的意見見拙作《楚簡簿記與楚國量制研究》，《考古學報》待刊。


� 《說文》“亮”字作从旡、京聲，臣鉉等曰：“今俗隷書作亮”。實則作“亮”的寫法已見於戰國文字。


� 右側偏旁从“卩”、从“又”，跟河北平山縣發現的戰國中山國守丘刻石“�（監）”字右旁類似，也與春平相邦葛得鼎之“卸”字所从相同。這類寫法是由增加“女”形的“卩”旁繁體訛變而來，參看太原金勝村趙卿墓出土之“趙孟戈”銘之“�”字寫法（《文物》1995年2期66頁圖五）。


� 參看趙平安：《戰國文字中的“宛”及其相關問題研究（附補記）》，“簡帛網”，2006-04-10；原文刊於《第四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2003年。


� 李學勤：《滎陽上官皿與安邑下官鍾》，《文物》2003年10期，77-81頁。


�蔡運章、趙曉軍《三年垣上官鼎銘考略》，《文物》2005年第8期。參看吳振武：《關於新見垣上官鼎銘文的釋讀》，簡帛網，2005-11-04，又見於《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6期，第5-6頁；裘錫圭：《談談三年垣上官鼎和宜陽秦銅鍪的銘文》，《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輯，277-282頁，中華書局，2008年9月。


� 司馬成公權之“御”字，右側是从从“卩”、从“又”的那類寫法，左側上半从午，左下所从不明。


� 見董珊：《五年春平相邦葛得鼎考》（待刊）。


� “�”是“勒”之異體，意思是“刻”或“記”。此字又見望山2號墓10號竹簡：“聯縢之軾（飾）�（勒）”，參看9號簡“紫韋之□□[軾（飾）�（勒）]”及《望山楚簡》註釋[四○]，中華書局，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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